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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
———以契诃夫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为例

查 晓 燕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契诃夫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舞台呈现是构成外国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契诃夫经验”
的重要组成部分。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迟于对其的研究，但一经译介后即引发了广泛的影响；契诃夫戏

剧作品的“非戏剧化”倾向对中国现代戏剧及其舞台呈现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代契诃夫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

则表现出演绎化、多元化的特征。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查“契诃夫经验”对于研究外国

文学经典传播具有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外国文学传播；契诃夫戏剧；“契诃夫经验”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０８－０５

　　百余年来，外国文学经典作家在中国的传播
与接受过程中，俄国作家契诃夫是一个成功的范

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由此积淀下来的“契诃夫

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地梳理与总结。笔者认为，

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契诃夫经验”主要体现

在两大方面①：一、对其戏剧的译介、研究与话剧

舞台上的呈现；二、高等院校的外国文学教学。由

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仅就第一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契诃夫经验：契诃夫戏剧的译介与
研究

　　契诃夫不仅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大
师，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戏剧革新家。他

在戏剧领域的大胆创新，不仅开辟了俄国戏剧史

上的新时代，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戏剧发展也

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一影响持续至今。

　　“五四”运动以前，我国译者只对契诃夫作品
中的短篇小说感兴趣，却冷落了他的剧作。２０年
代初，随着契诃夫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契诃夫

的戏剧也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域。１９２０年，《解
放与改造》刊载了契诃夫剧作《熊》的译文。１９２１
年，郑振铎翻译了《海鸥》，郑振铎将耿济之译的

《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和他自己

译的《海鸥》———这四部多幕剧一并收入他独立

编辑的《俄国戏曲集》（十种）②。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
间，商务印书馆和未名社出版了曹靖华翻译的

《三姊妹》。至此，契诃夫著名的五部多幕剧全部

被译成了中文。与《三姊妹》一同出版的曹译契

氏剧作还有四部独幕剧：《蠢货》、《求婚》、《婚

礼》和《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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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契诃夫的几个
多幕剧都有了好几个中译本。出版规模较大的是

１９３６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契诃夫戏
剧选集》。这套选集包括丽尼译的《伊凡诺夫》、

《海鸥》、《万尼亚舅舅》，曹靖华译的《三姐妹》，

满涛译的《樱桃园》，李健吾译的《契诃夫独幕

剧集》。

　　４０年代，出现了译介契诃夫的高潮。契诃夫
与其他几位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冈察洛

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一道被列入了出版选集的计

划，但最终只有《契诃夫戏剧选集》出齐了６种译
作，其他的均流产。这时期，焦菊隐开始致力于契

诃夫戏剧的翻译，他翻译的《契诃夫戏剧集》于

１９５４年出版。曹禺虽然没有译过契诃夫的戏剧
作品，但在三四十年代为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推

广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曾在国立剧专给学生仔

细地分析契诃夫戏剧的妙处，和学生们一道“沉

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曹禺本人极为

欣赏《三姊妹》，认为在这部伟大的戏里展现的是

一幅秋季的忧郁。那里面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有的只是能抓住人们心灵的活生生的人。

　　５０—７０年代，在契诃夫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方
面占据醒目位置的是小说，而不是戏剧。

　　８０年代伊始，上海译文出版社根据俄文 １２
卷本《契诃夫文集》推出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文

集》，其中包括小说、剧本和书信等。就在 １９８０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焦菊隐翻译的《契

诃夫戏剧集》。

　　通而观之，中译本最多的契诃夫作品中有几
部是戏剧，即《樱桃园》、《伊凡诺夫》、《三姊妹》

和《万尼亚舅舅》。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契诃夫戏剧作品的
评论早于对其的翻译。第一位介绍契诃夫戏剧的

是宋春舫①。１９１６年，他在论文《世界新剧谭》中
提到欠壳夫（契诃夫）②；１９１８年１０月，又在发表
于《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③上的《近世名戏百

种》中推荐契诃夫的四部戏剧，即《海鸥》、《万尼

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并站在世界文学

的角度对它们作了高度的评价。三四十年代，评

论家们着重评点的契诃夫戏剧作品是《樱桃园》

和《三姊妹》。１９３７年，芳论在《樱桃园》译后记
中谈道：“总之，抓住旧生活的悲哀的落日之余辉

与新时代微熹的曙光的交错，美丽地型化了它的

诗意和内在意义，在这儿就有着《樱桃园》动人的

地方和价值。”此文看到并指出了契诃夫剧作的

重要特征：抒情氛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有见

地的。

　　总的看来，“五四”以后，直至１９４９年，契诃
夫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倾向及其接受视野没有发生

很大变化。１９４９年后，契诃夫研究在一定的框架
下进行着，观点也基本一致，如契诃夫是个批判现

实主义作家，其作品有一定的揭露性等。直至８０
年代，契诃夫研究才打破原来固有的框框与思维，

逐步走向立体化与系统化。１９８７年，第一本中国
学者撰写的论文集《契诃夫研究》问世，它由徐祖

武、冉国选编，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论文２５
篇，这本书代表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契诃夫研
究的学术水平。朱逸森④、李辰民⑤、童道明⑥是我

国在契诃夫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的专家，他们对契

诃夫戏剧都有着精深的领悟与研究。

　　综上，尽管我国对契诃夫小说的译介早于对
其戏剧的译介，但是戏剧的译介一旦开启，很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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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春舫，浙江吴兴（今湖州）人，１８９２—１９３８，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表弟，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我国现代剧坛上最早研究和介绍西方戏
剧及理论的一位学者。１９１２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法国、瑞士留学，精通法、德、英、意、西班牙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１９１６回
国，先后任圣约翰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曾专为北京大学文科学生讲授欧洲戏剧课程。五四时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撰写了

许多评价外国戏剧新思潮、新观念的文章。３０年代初期起，先后辞去了在外交部、法院和私人银行等处的职务，一心专研戏剧。著有论
文集《宋春舫论剧》和剧本。

宋春舫在《世界新剧谭》一文中，评价了３０多位近代欧美戏剧家，又根据胡适提议，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近世名戏百
种》，涉及１３个国家５８位作者。中国人开始熟悉了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泰戈尔、王尔德、高尔斯华绥、斯特林堡、梅特林克、霍普特
曼、契诃夫、安特莱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席勒、莫里哀……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象征派、未来派。

该期《新青年》是“戏剧改良专号”，还发表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等。在此前后，又

有胡适、罗家伦译《娜拉》、陶履恭（陶孟和）译《国民公敌》和胡适作《终身大事》等在《新青年》刊载，这就把“戏剧”纳入了“文学革命”或

“文学改良”的轨道，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领域的提倡白话批判文言同步了。

童道明认为，在这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他的学长、华东师范大学的朱逸森教授。朱先生的两部专著《短篇小说家契诃夫》

（１９８４）和《契诃夫———人品·创作·艺术》（１９９４）是中国“契诃夫学”的奠基石。
另一位成就显著的契诃夫研究专家，著有《走近契诃夫的文学世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版）。
著有《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形成了一股潮流。这是因为契诃夫的剧本进入中

国的时代已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向成熟、开始反思

的时代，我国的话剧事业也正方兴未艾，因此，他

的戏剧一被介绍过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契诃夫经验：契诃夫戏剧在话剧舞
台上的呈现

　　自契诃夫戏剧首次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迄
今已有８３年。
　　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１日，中国第一次上演了契诃
夫戏剧。演出剧目是《文舅舅》（即《万尼亚舅

舅》），演出单位是上海辛酉剧社，由朱穰丞导演、

袁牧之主演。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

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那里的文

艺力量。在延安，他们演出过契诃夫的《求婚》和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等俄苏戏剧。曹禺、夏衍作

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都在艺术手

法上曾经借鉴过契诃夫。尽管夏衍认为，热爱契

诃夫的作品与受到影响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

更多地是从狄更斯和高尔基那里受到启迪，但有

意思的是，仍有不止一位评论家提到《上海屋檐

下》中的契诃夫痕迹。通观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
契诃夫对中国戏剧的最大影响在于他的“非戏剧

化”倾向。这一倾向曾掀起中国戏剧理论和表现

形式的革新之潮，它几乎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话

剧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自契诃夫祖国的苏联戏
剧工作者被邀请参与到“契诃夫戏剧中国化”的

工作中来。在５０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内，苏联
专家陆续应邀前来中国，为我国的艺术院校和艺

术团体举办“导训班”、“表训班”。１９５４年，列斯
里作为苏联政府第一个委派的戏剧专家来到北

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导演干部训练班，简

称“导训班”。紧接着，苏联专家库里涅夫在中央

戏剧学院创建了表演干部训练班。１９５４年夏，中
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排演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

舅舅》，聘请苏联戏剧专家列斯里担任艺术指导。

王蒙曾回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苏联专家列
斯里指导了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万尼亚舅舅》，我

找来了焦菊隐译自英语版的《契诃夫戏剧集》，

《海鸥》《三姊妹》《凡尼亚舅舅》《樱桃园》，它们

使我迷狂。日常的生活，风景，烦闷，失望与不断

破碎着的幻梦，怎么让契诃夫看似毫不费力地一

鼓捣，就成了那样动人的戏剧。那是充溢着人生

的况味，人的气息，大自然的形体与生命的无限苦

恼的戏，那些戏里的对白，更是诗一样的散文，这

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寻觅。我背诵着这些戏剧里的

台词，万尼亚说的‘大雨过去了……’，索尼亚说

的‘我们会有休息的……’《樱桃园》的结尾处作

者对于效果的说明，天外传来的奇特的声音，斧子

落到樱桃树上，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些人就这

样毁灭了，然而塔妮娅梦想着新的生活，虽然没有

人知道新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些，读来如得天启，

如醍醐灌顶，如脱胎换骨，如五内俱洗，如灵魂升

扬……我感到的是一种战栗，一种新生，一种解脱

和一种恐惧。”［１］１９５６年１月６日，在人艺院长曹
禺邀请下，库里涅夫①开始到人艺教学。而在

１９５２年，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之初，确定的
目标就是要“打造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一样的剧

院”。英若诚在自传《水流云在》中写道：“当时所

有的演员都非常想更多地了解在苏联流行的斯坦

尼的表演方法。库里涅夫有一整套根据斯坦尼理

论而编的表演教程，要花六个月才能学完。而他

在我们剧院一待就是三四年，必须承认北京人艺

最优秀的老艺术家都是库里涅夫教出来的。”郑

榕也曾回忆：“得知库里涅夫要到人艺授课排戏，

我觉得很光荣，想都想不到。”［２］他记得，人艺总

导演焦菊隐经常抱着笔记本认真听课。就这样，

这些戏剧领域的苏联专家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

优秀的话剧表演艺术家和导演。

　　５０年代的前、中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高等
艺术院校和艺术院团集中认识并接受契诃夫戏剧

的首轮高峰期。剖析其原因，除我国当时正处于

中苏友好“蜜月期”、全民学习并接受苏俄文化这

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个具体因素不容忽视，即

１９５４年是契诃夫逝世５０周年———他是该年度世
界和平理事会号召隆重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世

界多地的纪念活动都比较盛大。北京那时举行了

隆重的纪念大会，茅盾既写了纪念文章也作了专

题报告，巴金则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活动，回国之

后还写了长达数万言的《赴苏参加契诃夫逝世五

十周年纪念活动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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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是当时苏联高尔基剧院戏剧学校的校长。高尔基剧院的前身是瓦赫坦戈夫剧院。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第二个弟子瓦赫坦戈夫

创立，前身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三工作室。



　　５０年代后期到６０年代，中国话剧接受契诃
夫戏剧的“非戏剧化”倾向逐渐弱化，因为它不符

合当时强调主题、强调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文

艺方针，但它的影响并未消失，而是成为８０年代
中国现代派话剧一度兴起的必要储蓄之一。

　　进入９０年代后，契诃夫的经典名剧再次登上
中国的话剧舞台。１９９１年１月５日，时隔３５年
人艺终于迎来第二位苏联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

总导演叶甫列莫夫和苏联剧协外委会的达吉亚娜

来华先行考察，和人艺敲定《海鸥》的日程安排及

导演事宜①。就在首演前一个月，８月２日，叶甫
列莫夫再次来到人艺，坐镇《海鸥》的排练。就这

样，契诃夫的五大名剧之一最终呈现在了２０世纪
末中国的话剧舞台上。

　　跨入２１世纪以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话剧
舞台上已经从忠实于原作的“演出”进入发挥，即

“演绎”的境界。尤其是近十年来契诃夫戏剧在

中国的魅力有增无减。与２０世纪相比，中国文化
语境下的契诃夫戏剧不止停留于“剧本再被搬上

中国的话剧舞台”这一简单的经典翻版的层次，

我们的戏剧工作者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将契诃夫

戏剧摆进了戏剧类专业院校的常规化教学中、摆

在了中俄戏剧学术交流、多元化戏剧学术对话、国

际戏剧实践交汇的重要平台上。

　　２００４年是契诃夫逝世１００周年。我国的话
剧界对这位戏剧大师的纪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９月，中国国家话剧院举办了以“永远的契诃夫”
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戏剧季”。戏剧季里，共上演

了契诃夫的五个剧目、穿插了两次研讨会和一次

童道明先生的专题讲座。俄罗斯青年艺术剧院的

《樱桃园》使中国观众第一次不出国门就看到了

纯粹俄罗斯版的契诃夫戏剧；林兆华戏剧工作室

上演的《樱桃园》颠覆了契诃夫戏剧爱好者们传

统的审美接受习惯，刷新了中国观众对契诃夫经

典名剧的认识维度；以色列卡美尔剧院上演的

《安魂曲》和加拿大史密斯·吉尔摩剧院上演的

《契诃夫短篇》（根据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改编）表

演风格也是反传统的。在中国北京，中外话剧表

演艺术家们如此密集地从各自角度演绎同一位剧

作家不同的剧作，这应该算开启了我国话剧界的

一个“第一”。

　　契诃夫逝世百周年纪念活动似乎意犹未尽，
２００４年的余韵延伸到了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１０—２０日，俄罗斯著名戏剧导演瓦伦金为中央戏
剧学院表演系２００３级１班导演了毕业汇报演出
剧目《伊凡诺夫》。瓦伦金中国版的《伊凡诺夫》

大胆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舞台上充

满了中国民族特色，但是这一尝试不算成功，没有

收获预想的效果。不过，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契

诃夫的戏剧是开放式的、是面向未来的、是能够

接纳八面来风的，每一代人都可以阐释出“我的

契诃夫”，这就正如巴赫金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

基时说的话：“在长远时间里，任何东西都不会

失去其踪迹，一切面向新生活而复苏。在新时

代来临的时候，过去所发生过的一切，人类所感

受过的一切会进行总结，并以新的涵义进行

充实。”［３］

　　２０１１年，为纪念契诃夫诞辰１５０周年，首都
的话剧舞台上再次出现契诃夫的经典名剧。５月
５—１４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２００６级２班
上演了《三姊妹》。学生们的表演虽显稚嫩，但感

动和震撼我们的仍是契诃夫对人类生活的困苦与

未来生活的幸福所作的深刻诠释与向往。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契诃夫的面容是在１９２１
年，这一年《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号外上

刊载了契诃夫的传记和照片。从此，这位戴着夹

鼻眼镜的俄国作家的形象深深地嵌入了中国读者

的心。９０年后，契诃夫的形象首次出现在中国的
话剧舞台上———２０１１年的１月３０日“契诃夫与
我们”———纪念契诃夫诞辰１５０周年学术研讨会
后，北京蓬蒿剧场首演了童道明先生创作的话剧

《我是海鸥》———契诃夫的形象是这部剧的最大

亮点，当然它仍在延续契诃夫的经典名剧《海鸥》

中对爱情和艺术的思考。

　　２０１２年９月，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次把契诃夫
的处女作《普拉东诺夫》———这部４０年来一直在
欧美国家上演不衰的话剧推上了中国舞台，从而

揭开了该年度“首届国际戏剧季：永远的契诃夫”

的序幕。在这个序幕拉开之时，契诃夫就在中国

·１１１·

①当时北京人艺早已声名鹊起，对外交流活动较多，譬如阿瑟·米勒亲自到京导演过《推销员之死》，查尔斯·赫斯顿导演过赫尔曼

·沃克的《哗变》。“《海鸥》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第一个剧目，如同北京人艺第一部戏《龙须沟》……”参见陈晓勤、胡骐冰、吴天仪：《他

们带来斯坦尼体系的灵魂———属于莫斯科艺术剧院与北京人艺的２０世纪记忆》（根据郑榕口述整理），载《南方都市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１６
日。



赢得了新的年轻的知音。

结　论

　　作为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经典作家之一，
契诃夫被中国读者认识和接受已逾百年，而他的

戏剧作品进入中国文化语境也已近百年。

　　契诃夫的剧作以其大胆的创新成为２０世纪
戏剧的先驱。尽管当今中国的现代派话剧更多地

是借鉴西方，但西方现代派戏剧也在契诃夫那里

汲取过不少的养分。契诃夫戏剧一直是我国文学

翻译界、文学评论界、戏剧界（表演实践和理论研

究）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契诃夫的戏剧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业已成为
“契诃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之所以

能够出现，原因是多重的。我国的契诃夫研究已

有一些探讨，但其中有一点似乎强调得不够，即这

和我国文学界和戏剧界每一阶段对“翻译、评介

契诃夫剧本———演绎契诃夫戏剧”几近同步的运

行密切相关。可以说，这两者像一根匹配与咬合

良好的链条，一直没有脱节、断裂。契诃夫戏剧在

中国的传播事业中，就翻译而言，成就最为突出的

首推翻译家曹靖华和焦菊隐；就研究而言，贡献最

大的当属朱逸森、李辰民和童道明三位学者，而童

道明又是中国当代戏剧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

家；就话剧舞台上的呈现而言，最为优秀的团体非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莫属。

　　从契诃夫戏剧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一角度考
量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契诃夫经验”，或许对于梳

理和总结从同样视角观照的“莎士比亚经验”、

“易卜生经验”等也能起到一些启迪和借鉴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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